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Ｎｏ. ４， ２０２２ 　
（总第 ２３５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２３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２０４６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５２８５. ２０２２. ０４. ００９

·新媒体研究·

艺术意义中的三维配置：
符形、 符义、 符用

赵毅衡， 罗贝贝

（四川大学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０７）

　 　 摘　 要： 莫里斯对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做了三分科： 符形学研究符号如何组成具有合一意义的文

本， 符义学研究符号文本与世界的关联， 符用学研究符号被接收者使用的方式。 这个划分看似简洁分

明而通透， 但真正讨论起来却很为纠缠， 不易分清。 在符号美学领域， 符号学可以对符号的意图意

义、 文本意义、 解释意义这三个环节分别处理。 中国书法艺术意义配置以符形为主导， 符义与符用往

往起配合作用。 从艺术的符号意义三维度来看， 在符义、 符用维度上， 艺术品有赝品， 而在符形维度

上， 艺术无赝品。 在现代工艺设计中， 抽象风格跳脱指称， 退回到符形， 以突出器物与公共空间的符

义， 尽量不干扰其符用。 厘清莫里斯的三分科， 有助于拓展对符号美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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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符号学三分维

“意义” 可能是全世界语言中最难说清其意义的术语。 语言学家莱纳德·布龙菲尔德（Ｌｅｏ⁃
ｎａｒｄ Ｂｌｏｏｍｓｆｉｅｌｄ）曾经提出， 意义问题不是语言学能处理的， 应当排除在语言学之外。①Ｃ. Ｋ. 奥格

登（Ｃ. Ｋ. Ｏｇｄｅｎ）与 Ｉ. Ａ. 瑞恰慈 （Ｉ. 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早在 １９２３ 年的 《意义的意义》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一书中梳理出意义的十六种 “都可以成立” 的定义， 并提出 “符号研究科学”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这启发了查尔斯·莫里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 Ｍｏｒｒｉｓ）从不同方面考察符号意义， 使其

“廓清了一般符号理论轮廓”。②此后， 这问题并没有就此 “解决”， 而是越讨论越复杂， 克劳德

·列维－斯特劳斯 （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 感慨： “在整个语言中， 你要找出意义这个词的意义，
恐怕是最难的了。”③可惜不讨论意义问题的语言学尚未发明， 而符号学就是意义学， 不讨论意

义， 符号学就是在自我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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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考究一下， 不仅每一种文本体裁的表意过程侧重点不同， 实际上每一次单独的表意过程

中， 主导位置也不同。 符号意义的表达与接受过程极为复杂， 从符号文本的发出、 传播到解释，
每个环节都会发生意义的变异。 这就迫使符号学的研究不得不有所侧重， 对符号学研究本身进行

分维， 才不至于把很多问题做笼而统之的回复， 讨论越说越乱。
莫里斯出版于 １９３８ 年的专著 《符号理论基础》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ｇｎｓ）， 对皮尔

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符号学体系的进一步展开贡献极大， 此书在介绍皮尔斯符号学原理的

同时， 把符号意义过程的研究做了三分维。 当时符号学远未成为显学， 莫里斯的努力， 为符号学

发展成为一个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 莫里斯认为人类活动涉及三个基本方面， 即符号（Ｓｉｇｎｓ）、
使用者（Ｕｓｅｒｓ）、 世界（Ｗｏｒｌｄ）。 这三者的组合， 出现了三门学科： Ｒ（Ｓ，Ｓ） ＝ 符形学（ ｓｙｎｔａｃ⁃
ｔｉｃｓ）、 Ｒ（Ｓ，Ｗ） ＝ 符义学（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Ｒ（Ｓ，Ｕ） ＝ 符用学（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莫里斯此处对意义研究

全域的三门分维说得非常清楚： 所有人的意义活动， 都与符号有关， 只是关联方式不同。 符号之

间的搭配（Ｓ，Ｓ）组成具有合一意义的文本； 符号文本与世界的关联（Ｓ，Ｗ）即是符号文本的指称意

义； 符号被接收者在某种场合的使用与解释（Ｓ，Ｕ）， 构成了符号的使用意义。 这三者的关系划分

分明、 简洁而通透， 但真正讨论起来却很为纠缠， 不易分清。
这三个分维名称， 原是语言学术语， 莫里斯借来命名符号学三领域， 西文原术语至少没有

“语” 字， 用于符号学， 解释并无太多难处。 中国符号学界却沿用语言学翻译法， 分别称为 “句
法学” （或“语形学”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ｓ）、 “语义学”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语用学”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译名点明是在

讨论语言， 而用于符号学经常说不通。 杨成凯指出， “（２０ 世纪）６０ 年代我国学者周礼全先生在

翻译（莫里斯）此书时把它们分别译为语形学、 语义学和语用学”。① 池上嘉彦 《符号学入门》 一

书中译云， “符号学的发展分成三个科目， 第一， ‘句法学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ｓ） ’： 研究 ‘符号’ 与

‘符号’ 的结合； 第二， ‘语用学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 研究 ‘符号’ 与指示物的关系； 第三， ‘语义

学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 研究 ‘符号’ 与使用者的关系。”② 可见这些术语译法沿自日语。
莫里斯解释说： “符形学问题（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包括感知符号、 艺术符号、 符号的实际使

用， 以及一般语言学。”③ 以上引文把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ｓ 翻译成 “句法学”， 与莫里斯描述的问题范围相

差很远。 不同符号文本的组成方式千差万别， 一幅图画， 一曲音乐， 一首诗， 它们之间没有如语

言的 “词法－句法” 那样清晰的形态学共同规律， 它们的文本构成中， 符号元素的配合有独特规

律可循， 符形学研究比语言的 “句法” 研究， 或许困难得多。 因此笔者不用语言学的学科名，
以避免误会。

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科， 充分汲取了当时学界讨论意义问题的各种研究成果， 囊括的视域更

广， 分析的内容更具体， 表述更加清晰。 自其提出以后， 符号学及其学科分野被确定下来， 并一

直沿用至今； 符号学也逐步从哲学、 心理学等学科中剥离出来， 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皮尔斯

是符号学的奠基人， 莫里斯是符号学科的体系化者。 自此之后， 要谈论符号意义问题， 就不可能

绕过莫里斯对意义过程三维度与符号学三分科的划分。

二、 符形学的再理解

符号不可能单独表意， 我们觉得某个符号在单独表意， 仔细一看， 意义的出发点必然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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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成凯： 《句法、 语义、 语用三平面说的方法论分析》， 《语文研究》 １９９３ 年 １ 期， 第 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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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组合而成的文本。 符形学讨论的是文本的构成方式， 文本化是表意的必定方式。 同一批符号

元素， 组成的文本不同： 一个交通警察、 一个抢银行的强盗、 一个看风景的行人， 在同一个街景

中看出不同的文本， 因为他们找到不同的意义。 符号起源于对现象的片面零散的感知， 绝不可

能， 也不必要， 对物整体的掌握。 因此文本化就是这些片面感知的集合： 接收者不仅在符号的可

感知方面进行挑拣， 而且把挑拣出来的感知组成一个有 “合一的意义” 的文本。 一个足球运动

员，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看到己方与对方每个队员的相互位置与球的方向速度， 迅速判断这

个 “文本” 的意义以决定自己的跑位。 体育界行话称此人善于 “读” 比赛， 此语很符合符号学。
显然， 一个后卫与一个前锋， 必须读出很不同的 “文本”。

奥格登与瑞恰慈早就发现符号文本的这个基本特性， 他们称符号文本意义的 “单一性”
（Ｃａｎ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为 “单一原则”， 认为这是 “符号科学第一准则”。 但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

多意的符号文本， 难道不是瑞恰慈指导他的弟子燕卜荪（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ｍｐｓｏｎ）写出了著名的 《复义七

型》 （Ｓｅｖｅ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奥格登与瑞恰慈认为， “当一个符号看来在替代两个指称物， 我

们必须把它们视为可以区分开的两个符号”①。 也就是看成两个同形的符号。 例如词典上的多义

词， 给我们指向不同指称： 没有 “多义的符号” 这回事， 只有分享同一形式的多个符号。 一些

符号组合成一个文本， 经常似乎 “多义”， 原因是这个文本落在 “一组外在的、 或心理的语境之

中”②。 可以作此解， 亦可作彼解， 就是同形的两个不同文本。 如果一个符号双意并存， 不好拆

散， 这二者就可以而且必须联合解读， 以形成一个复合意义。③

钱锺书 《管锥编》 对文本合一问题理解得深刻， 书中认为老子 “数舆乃无舆” 之说 “即庄

之 ‘指马不得马’ ”， 或 《那先比丘经》 “不合聚是诸材木不为车”。 钱锺书指出， “不持分散眢

论， 可以得一”， 而 “正持分散眢论， 可以破 ‘聚’ ”。④ “分散眢论”， 是钱先生对拉丁文 Ｆａｌｌａ⁃
ｃｉ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ｄａ（分解谬见）的译文： 一个个数车辐， 看不出车轮的存在； 一条条指出马腿， 指出

的并不是马———整体并非部分的累加， 而是单一意义的合体。
在数字时代， 单元与文本的距离更加远： 电子文本分解后的符号单元（数字、像素）几乎没有

文本的影子， 而文本组合起来后（例如一个软件）也看不到单元的构成。 所有电脑创造或者模仿

的事物———包括声音、 音乐、 线条、 表面、 实体等等———都是一堆数字根据不同方式组合的结

果。 世界包含的信息可以被分解， 然后再被组装： 数字信息就是 “组合已有的信息” 而成，⑤ 看

起来像个 “七宝楼台， 碎拆不成片段”。⑥ 数字时代的文本几乎是个 “黑盒子”， 文本的构成元

素， 与我们面对的功能文本相差实在过大： 一幅绘画拆成元素， 可以看到色块线条； 一副游戏的

电脑图景， 拆开只是数字。 数字文本是一种 “纯文本”， 一种无法从构成方式的角度进行理解的

文本。
那么， 有没有不与其他符号组合、 而以一个独立的符号单独构成文本来表达意义？ 没有。 有

些符号看上去似乎没有明显的组合因素， 一个红灯， 一个微笑， 一个手势。 我们仔细考查， 就会

７８

①

③

④
⑤

⑥

②　 Ｃ. Ｋ. Ｏｇｄｅｎ ， Ｉ. 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ｐ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Ｇｒａｃｅ ＆ Ｗｏｒｌｄ， １９４６， ｐ. ９１、 ８８．

　 参见赵毅衡： 《双义合解的四种方式： 取舍， 协同， 反讽， 漩涡》， 见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 成

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２０６－２０７ 页。
　 钱锺书： 《老子王弼注》， 见钱锺书： 《管锥编》 （第 １ 卷）， 北京：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７ 年， 第 ６８５ 页。
　 转引自： Ｅｒｋｋｉ Ｐｅｋｋｉｌａ， Ｄａｖｉｄ Ｎｅｕｍｅｙｅ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 ｅｄｓ. ） Ｍｕｓｉｃ，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２００６， ｐｐ. １３７－１３８．
　 （宋）张炎、 沈义父等： 《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 “吴梦窗词， 如七宝楼台， 眩人眼目， 碎拆下来， 不成片段。”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６３ 年， 第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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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它们并不是孤立的符号。 要表达意义， 符号必然形成文本组合： 一个交通灯必然与其他信号

（例如路口的位置、信号灯的架子）组合成交通信号； 一个微笑的嘴唇必然与脸容的其他部分组合

成 “满脸堆笑” 或 “皮笑肉不笑”； 一个手势必然与脸部表情、 身姿相结合为一个决绝的命令或

一个临终请求； “佛祖拈花， 迦叶微笑”， 似乎只是解读 “一朵花” 这个单独的符号， 其实迦叶

解读的是个相当大的文本： “尔时如来坐此宝座， 受此莲花， 无说无言， 但拈莲花， 入大会中八

万四千人天， 时大众皆止默然。 于时长老摩诃迦叶见佛拈花， 示众佛事， 即今廓然， 破颜微

笑。”① 因此， 符形学研究的重点， 是符号的 “文本性”。
在莫里斯时代， 符形学据说是符号学三个分支中 “发展得最充分的一支”②。 许多不同领域，

如语言学、 逻辑学等在符形学上的成绩， 都加速了符形学的形成。 在莫里斯看来， 符形学考量的

不是符号载体的个别特征， 或是符号与符号过程中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 而是遵守符形法则的

“符号和符号组合”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莫里斯的符形学研究， 如他所说， 在其 “广泛意义上” 必须 “包括所有符号组合”。③符号

文本的体裁规定， 很难总结出一套通用的法则， 要深入到每个符号体裁本身的规律， 例如各种诗

体的格律， 或是各种球赛的规则， 再从中总结出一套共同的原则， 的确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莫里斯认为， 与符义学和符用学相比， 符形学的发展相对容易一些， 他可能是指语言学与逻

辑学关于符形的研究成果可以扩大应用于符号学。 实际上， 符号组合成文本的方式比语言的句法

与语法困难得多， 任务复杂得多。 要探索符形学的全部领域， 需要综合各种体裁中符号组合和转

换的研究， 比如研究符号文本的渠道与媒介， 它们的伴随文本， 它们的组合－聚合双轴关系等

等。 单独讨论某个体裁形态规律的研究很多， 总体探索符形学规律的研究至今远远不够。 连瑞恰

慈最早提出的 “单一原则” 至今也很少见到学界讨论， 我们还不知其中的符号现象学的根本机

制。 整体看起来， 符形学几乎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④

三、 符义学及其对象

长期以来， 符号学家一直认为符义学是符号学的核心，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符义学）一词， 与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符号学）同根， 都来自希腊词 ｓｅｍａ（符号、神迹）。 莫里斯认为符义学研究符号表意中 “固有的”
意义维度， 关注的是 “符号和符号指谓（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ａ）之间的关系”， 即 “符号和符号可能指称或实

际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⑤所谓 “指谓意义”， 是指符号文本与其意义对象是如何连接的。 这

个连接关系， 目前符号学界用的词是 “指称”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在皮尔斯笔下， 符号所指称的是符号

的 “对象” （ｏｂｊｅｃｔ）， 很多人把此词译为 “客体”。 客体是针对 “主体” 而言的， 在符号学这种

形式分析理论中， 最好慎用 “主体－客体” 这对容易陷入哲学史上无穷争议的词语。
皮尔斯认为符号表意过程是再现， 符号就是再现。 皮尔斯自己的行文不太用 “指称”， 而常

８８

①
②

④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拈花品》， 《万续藏》 第八十七册。
③⑤　 Ｃｈａｒｌｅｗ Ｗ． Ｍｏｒｒ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ｇｎｓ.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 Ｃｏ. Ｎ. Ｖ.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７１， ｐ. ２８、

３０、 ３５．
　 参看赵毅衡以下作品： 《艺术与冗余》， 《文艺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１１－１９ 页； 《论聚合系列文本———一个普遍的

文化符号学问题》，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１０－１１５； 《主体部件出租： 论作品中艺术家主体性

的表现方式》， 《思想战线》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５６－１６３ 页； 《论 “自小说” 》， 《江海学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１１－２１８ 页；
《艺术与动势》， 《文艺争鸣》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第 ６８－７４ 页； 《艺术的拓扑像似性》， 《文艺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１５ 页；
《当代文化的 “双轴共现” 文本增生趋势》， 《文艺争鸣》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第 ４６－５１ 页。



　 第 ４ 期 赵毅衡， 罗贝贝： 艺术意义中的三维配置： 符形、 符义、 符用

作 “符号， 或再现” （ａ ｓｉｇｎ，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把符号称为 “再现体”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ｍｅｎ）。① “再
现” 就是对某种被 “呈现”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于人的心灵之物进行可以感知的显示， 对象是否实在

不是符号意义的一个前提。 若说符号的意义是再现对象， 符义学就是研究符号与对象如何发生此

种联系的， 这就是皮尔斯说的 “像似－指示－规约” 的理据性， 与弗迪南·德·索绪尔（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说的能指 ／所指之间的 “任意武断” 关联。 这是任何符号学书籍中最基本的论述。

那么就出现一个根本问题： 符号是再现已有的对象， 还是创造一个对象？ 一幅荔枝的画， 一

个 “荔枝”， 或 “荔枝” 这个词， 或 “ｌｉｃｈｅｅ” 这个英文单词， 指向的一个事物， 是在符号之前

预先存在的、 一个经验中的概念。 这个概念并不一定是 “现实”。 “无人知是荔枝来”， 除了杨贵

妃、 唐明皇， 当时大部分中原人没见到过这种岭南名果。 推而广之， 有什么根据认为对象是现实

的呢？ “对象” 完全可以是心灵的构造物， 是白居易告诉我们的一段奇闻。 对象是否 “现实”，
实际上不是符号学意义活动的出发点。② 这个旧问题中有一个更基本的疑问始终没有得到透彻的

讨论： 符号表意的 “对象”， 经常不是实在物， 而是心灵的构造。 按照皮尔斯的看法， 符号意义

对象可以是想象的（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虚构的（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 “神话的”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甚至是臆造的。
此时它们并非 “客体”， 却无疑是符号创造的意义对象。 “荔枝” 这幅画或这个词换成 “凤凰”，
问题就更加明显了， 因为 “凤凰” 明显是我们文化的集体幻想， 有人信其有， 有人信其无， 无

论是有抑或无， “凤凰” 一词在表意机制上并无差别。
皮尔斯提出， 符号再现的 “对象” 有层次问题， 一种是 “即刻对象” （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ｏｂｊｅｃｔ），

也就是任何一次符号再现的意义所指向；③ 另一种是 “动力对象”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可以认为是

“真实” （ｒｅａｌ）的对象。 这个真实不是预先存在的实物， 而是符号意义的累积构筑。 同样意义的

复合行为， 最后会累积成一个 “真实”。 符号表意的累积永远不会结束， 所以这个所谓真实的对

象， 实际上永远不会完全存在， 只是在符号活动中意义趋近于 “真实”， 或者说是 “共识”。 符

号活动每次都有 “即刻对象”， 只是这种对象很可能是模糊的， 甚至是偏见的产物， 但是它们会

逐渐趋近真实的 “动力对象”， 虽然理论上永远不可能抵达之。 因此， 符号再现 “对象” 的过

程， 不一定不会误导， 这与皮尔斯的符号真知观相当一致，④ 也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一致。⑤

符义学与符形学之间也就存在着一种依存关系， 符形学的发展必然会促进符义学的进步， 符

义学的进步反过来又会给符形学的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养料。 符号， 具体来说是符号的符义

维度， 因为符义法则而存在， 又受到表现为某种习惯的再现方式（即所谓“理据性”）的限定， 此

处， 已经卷入了符用学的范畴。 符义学处理符号与其对象的关系， 必然关涉符号的使用法则， 要

将符义学从符用学中抽离确实相当困难。 毕竟， 符号的意义总是与符号的使用相关。

四、 符用学的再界定

按照莫里斯的定义， 符用学研究的是符号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接收者在什么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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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Ｕｎｉｖ.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１－１９５８， Ｖｏｌ. １， ｐ. ３３９．
　 参见赵毅衡： 《论意义顺序： 对象先于符号， 还是符号先于对象？》，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４５－１５０ 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Ｕｎｉｖ.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１－１９５８， Ｖｏｌ. ２， ｐ. ２９３．
　 参见赵毅衡： 《真知与符号现象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８－８３ 页。
　 ［德］恩格斯 《反杜林论》：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 同样又是不至上的； 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 同样又是有限的。 按

它的本性、 使命、 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 是至上的和无限的； 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 又是不至上的和

有限的。” 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９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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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接受， 何种意义才会发生。 只有落实在具体解释中的意义， 才是符号实现了的意义， 即 “实
例化” （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ｄ）了的意义。 凡是必须考虑到使用者的问题， 都落在符用学的领域。 符用学推

进到了传统符号学的边界上， 因为符号意义必定涉及使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或心理条件， 这就超

越了严格意义上的形式分析的范畴。 符号学家杰弗里·Ｎ． 利奇（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Ｎ. Ｌｅｅｃｈ）指出， 凡是应

对了以下四条中的任何一条， 符号的解释都进入了符用学的范围： （１）是否考虑发送者与接收

者？ （２）是否考虑发送者的意图， 与接收者的解释？ （３）是否考虑符号使用的语境？ （４）是否考虑

接收者使用符号想达到的目的？①

不但意义完全靠使用而产生， 而且使用的具体语境不同， 符号的意义也会变得无穷复杂。 人

类活动的各个领域， 包括社会、 文化、 个人生活， 都影响符号的确切意义。 要理解一部电影， 几

乎会卷入整个人文学科、 社会学科的知识。 夸张一点可以说： 如果一部小说或电影意义比较丰

富， 那么它创造的世界， 可以支持任何论辩， 因为它不仅牵涉解释者个人， 而且卷入符号的总体

社会表意潜能几乎是一个独立的意义世界。
意义问题最可能的解决途径， 必须到符用维度中找。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

ｇｅｎｓｔｅｉｎ）说： “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② 这是极其精彩的观点， 简明， 而且影响

极大。 到符号的用法中寻找意义固然复杂， 但是符号的真正意义就是它的使用意义， 而符号学作

为意义学无法躲开意义， 不然我们永远无法解开 “意义” 这个结。 英美学界受维特根斯坦的分

析哲学影响很深， 约翰·奥斯丁 （ Ｊｏｈｎ Ａｕｓｔｉｎ） 与约翰·塞尔 （ Ｊｏｈｎ Ｓｅａｒｌｅ） 的 “言语行为”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语用理论在英语世界发展迅速，③ 使符用学成为当今意义理论研究最重要的方向。

意义的实现， 是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每一步都牵涉到符号文本的使用者。 面对符号， 解释者

从感知， 到注意， 到识别， 到解释， 到理解， 到再述， 实为一个 “无级” 的深入过程。 为方便

讨论， 笔者把符号意义的接收分成感知、 接收、 解释三步。 符号意义 “被感知” 为第一步， 感

知却不一定导向认知。 解释者生活在各种各样刺激的海洋中， 这些刺激都能被感知， 也有相当多

已经被感知， 但是没有多少被识知（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而被解释的就更少。 例如驾车者一上街， 满眼是

可感知物， 但是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能涌入眼睛、 耳朵， 成为被感知的部分， 而且他必须马上从中

筛选出一部分需要立即判断其意义的感知， 予以接收， 成为意义文本， 而让其余的感知作为

“噪音” 排除出去。 在这样一个过程之后， 这位使用者才能对接收到的符号文本作出理解。 这个

过程说起来很复杂， 却是每时每刻在刹那间自动进行的， 不然马上会出现意外事故。
此种 “高度选择性接收”， 贯穿于任何解释过程中。 感知不是接收者的意向性过程， 接收才

是他的意向性结果： 任何解释， 都是选择的结果。 一旦这个过程程式化， 就变得自动而高效。 例

如一个交通标志， 说明前面道路弯道较多应降速。 见到此标志， 驾车者最好不去想路牌上弯曲的

线如何 “像似” 弯道， 而是该用自己对交通规则的熟悉， 去程式化地理解此符号， 即跳过所有

的中间环节， 从感知直接接入理解， 迅速调整车速。 如果开车者没有程式化理解的能力， 涌向他

的感官要过滤与解释的符号元素太多， 则他几乎无法开车。
对于艺术符号文本来说， 程式化地缩短识别流程， 却是最失败的接收方式： 见了开头就知道

结果， 这样的小说、 电影简直乏味； 文本与解释之间缺少距离， 就是浅薄的诗。 艺术是理解的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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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Ｎ. Ｌｅｅｃｈ，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１９７４，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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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ｓ Ｕｓ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ｏｄｈａｍ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此说源自 Ｍ. Ｈ. 艾布拉姆斯 《关于维特根斯坦与文学批评的一点说明》 《如何以文行事》 二文， 见 ［美］ Ｍ． Ｈ． 艾布

拉姆斯： 《以文行事： 艾布拉姆斯精选集》， 赵毅衡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６３－７５、 ２５１－２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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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是让接收者从感知中艰难地寻找理解。 这个过程越费力越让人满意， 让人乐在其中； 最后找

不到理解， 恐怕更好。 甚至可以说， 理解艺术作品， 只是一个障蔽理解的借口， 艺术就是让人停

留在感知和识别层面的琢磨。
因此， 有句奇怪的话可以说得通： 学习理解， 就是学习不再去理解。 此悖论可以有两个意

思： 驾车者过斑马线的反应中， 就是对感知以最快速度 “不假思索” 的解释， 就是对符号自动

化的反应； 在艺术欣赏的例子中， 不理解就是努力推迟理解， 过程本身就是艺术欣赏， 解释是第

二位的。
符号学界原先也认为， 符用学的地位是成问题的， 有人甚至觉得符用学是符号学的 “垃圾

箱”， 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可以说 “这是符用问题， 太复杂” 而搁置一边。 这个看法现在不对

了， 今天， 符用学成了符号学最重要的领域， “使用中的意义” 的确最为复杂， 却成为符号学最

广阔的天地。
有论者认为， 索绪尔影响下的符号学的法国学派， 依然偏重符形学与符义学， 而皮尔斯理论

主导下的英语学界的符号学研究， 其核心一直是符用学。 我们可以看到， 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

维， 虽然不是皮尔斯提出的， 却与皮尔斯的符号构造本身的三分法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符形学研

究的是符号组合形态， 是 “再现体” 的品质； 符义学研究的是 “对象”， 是符号与对象的再现关

系； 符用学强调的是符号的解释意义， 即所谓 “解释项”， 没有使用者的解释， 就没有解释项。
这两种三维度的对应方式， 并非如我们所说的这么简单， 但这个对应关系看起来的确存在。

意义包括了相对比较固定的再现对象， 也包括了根据具体使用语境才能得出的解释。 例如三个颜

体字 “同仁堂”， 指称对象是著名的重要老字号药店。 如果使用于匾额， 那是指一家专营同仁堂

产品的药店； 如果使用于药品包装， 指的是同仁堂亲制或监制的合约厂家制造； 再进一步追溯解

释， 就是同仁堂的历史信用对药材调制质量的保证。 因此， 在对符号文本意义的具体分析中， 符

义与符用， 有时可以看清， 有时却很难截然划分， 此即所谓的符义、 符用维度。

五、 三维配置与中国书法

以上简单地梳理了符号意义过程的三维， 实际上， 每一维度都应当有专文或专著来讲解才能

说清楚。 想想语言学仅仅一个句法学， 就有多少专著在讨论， 就明白这些问题之复杂。 目前符号

意义过程的分维度讨论， 许多问题尚未解决。 以上的介绍相当抽象， 必须用一系列例子， 具体说

明讨论任何符号意义问题都需要分维讨论， 不然很可能陷于概念不清、 分解不明， 越说越糊涂。
应当说， 三维度意义配置， 出现于任何符号意义问题中， 例子无穷无尽。 笔者先找一些艺术

产业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为例子， 看看分维配置， 是否能帮忙解开一些复杂问题。 中国书法艺

术， 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极端复杂， 我们从中国书法①的意义维度谈起。
书法作为中国的一门特殊艺术， 非常难以分析， 至今理论争议点实际上不多， 因为谁也没有

提出一个可供检验的分析方式。 论者一般凭直觉， 用诗性语言讨论诗性对象， 如此解释只是增添

了一层解释对象，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例如用 “象” 概念讨论书法艺术， 这 “象” 可以从 《周
易》 的 “立象尽意” 说起， 古今中外历史上有无穷无尽关于 “象” 的说法， “象” 的书法学只

是把书法研究变得更为复杂。 如果说 “象” 就是视觉性、 书法是视觉性艺术， 这就相当于什么

１９

①　 说明： 此文讨论不牵涉所谓的 “美术字”。 美术字是指字形的图案化， 利用字的形态表示某种图像意义。 任何文字都

可以变化出很多图案化的方式， 用符形变化表现某种意义。 中文字形特别复杂， 变化方式可能比世上任何文字更多。 但是各国

文字在美术字以字作图方面， 方式相仿， 因此暂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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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说， 书法不可能经由其他感官渠道被接受者感知。
另一些专心于西方哲学流派（例如现象学）的学者似乎也找不到着眼点。 例如， “当我们（用

胡塞尔的‘还原’）悬置起所有的知识与看法， 不再关注书法作品的书写材料、 纸张大小与材质

等， 以 ‘陌生化’ 的眼光去打量它， 我们会发现， 书法作品不仅仅是一个技法展示， 而是一种

生命、 一个新世界”。① 这些过于宽泛的说法， 用于书法这样一种具体的艺术， 或许能让人们感

觉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 却无法分析出书法的意义构成。
如果我们按照符号意义研究的三分科来讨论书法， 问题就比较容易显露了。 书法是文字的书

写方法， 任何文字都有写法问题。 拼音文字字母有限， 其写法也有变体， 有妍媸美丑， 也可能成

为 “艺术”， 具有让观者感到脱离日常凡庸的气质。 伊斯兰民族尤其重视阿拉伯文的书法， 因为

教义禁止为神与圣人造像， 各种宗教场合， 以 《可兰经》 中的文字代替， 作为神在之证明。 阿

拉伯人认为他们的书法是艺术， 但是显然与中文的书法非常不同。 问题是： 这个不同点在哪里？
书法是普遍的， 但各种文字的写法多有变体， 都只是 “抄录法” （ ｓｃｒｉｐｔ）之变异。 拼音字

母， 包括阿拉伯文， 文字意义是最重要的表意维度。 其符义是意义主导方式， 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 几乎是唯一的意义维度。 其符形的意义是次要的， 从属的， 服从其语义的。 书写形态的变化

能独立表达的意义很有限， 写法（形态）本身的独立意义也有限。 阿拉伯文的书法为世人瞩目，
但其以硬笔与皮革为主要的书写工具， 发挥余地不大。 看一段清真寺的经文装饰， 字的形态固然

重要， 所引用的经文是否合体， 远远更为重要， 也就是说， 符用、 符义大于符形。
而中文的写法非常不同。 软毛笔与宣纸的接触， 可以变出无穷样式， 书写者经常随心挥洒，

创造艺术， 具体写什么文字反而成为次要维度。 有学者甚至认为中文书法只需要符形， 不需要符

义， 与拼音文字的书写情况正好相反。 林语堂强调说， “在欣赏中国书法的时候， 是全然不顾其

字面含义的， 人们仅仅欣赏它的线条和构造”。② 沈鹏认为， “书法和绘画是不同的， 它的美是高

度抽象的， 不存在 ‘题材’ 问题……书写的文辞并非书法的内容”。③

此种论断认为中国书法只有符形， 有点夸张。 我们看一幅书法， 不可能完全不理会文字的意

义， 事实上， 在不同场合， 文字意义得体与否是非常重要的事。 不过这些理论家的极端之论， 说

出了一个道理： 中国书法艺术的侧重点在形态， 一般情况下语义居次，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忽

视符义与符用。 这就是为什么草书有时让人看不懂字， 依然被称为令人惊叹的艺术。 甚至有时故

意写错字（如傅山书法、徐冰《天书》）， 反而更为意义深长， 让人们深思书法的艺术性究竟落在何

处。 这就是为什么美术界经常把中国书法比之以抽象艺术： 形态本身的意义， 超过了其指称意

义。
古人写一篇书法， 不宜重复用字， 一旦复用， 常常添笔改字形， 以能猜出为准。 创造出花样

百出的 “异体字”， 反见其功力， 见出书法家用心。 唐代张怀瓘有云： “文则数言乃成其意， 书

则一字已见其心。” 此言中说的字数对比， 不见得如此， 但就文须见其 “意” 与书见其 “心” 而

言， 的确说得很到位。 文字具有实用价值， 书写文字的目的就是让人明白其意义， 而书法只要能

见形， 哪怕一个字、 意义不全， 也能见其艺术精髓。 而优美文字与高妙书法的恰当结合， 实为佳

品。 如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崇高地位的颜真卿 《祭侄文稿》 就是形态、 文意、 用途三者的完美结

合， 书者的家国悲怆之感在三维配置中互相加强， 遂成千古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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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静珂： 《西方哲学方法论视域下的书法美学探究》， 《汉字文化》 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４ 期， 第 １７８－１７９ 页。
　 林语堂： 《中国人》， 郝志东、 沈益洪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２５８ 页。
　 刘鹤翔： 《回到现代书学的开端———二十世纪前期书学研讨会综述》， 《中国书法》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第 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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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书法的意义重点在符形上。 这不是说书法意义没有符义、 符用维度， 而是说大部分情况

下， 其主导维度是符形。 真正用作交流的信札文件， 其字依然要求能看得懂。 用作建筑物悬于门

屏上的匾额、 重要场所的对联， 字不能太草， 字义也要合体。 一旦只作为书法展示， 跌宕变化的

幅度就较大， 形态可以夸张任性。 可见， 书法作为艺术， 意义配置以符形为主导， 符义与符用在

绝大部分情况下起配合作用。

六、 艺术无赝品？

研究艺术问题的符号学， 一直被称为 “符号美学”。① “艺术无赝品” 这个说法是笔者在多

年前提出来的， 意思是艺术品固然苦于大量赝品充斥、 捣乱市场， 但是 “赝品破坏的市场价值，
是它的实用表意功能， 而不是艺术表意功能。 艺术性本身无法标价， 因此真正的艺术， 无所谓真

伪， 没有原作与赝品之分”②。
艺术品、 收藏品市场， 最头痛的就是赝品。 有的赝品在感知上与原作一样， 在接收者能感知

到的符形品格上与原作不分轩轾， 也就是说接收者对符形得到的是几乎相同的感觉， 艺术性就来

自这种符形感觉， 因为艺术性停留在感知上。
任何物都可以是 “使用物－实际意义符号－艺术符号” 三联体， 它的物功用、 实用表意功能、

艺术表意功能， 三者可能共时共存； 甚至， 这三种意义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物身上。③ 我们从最

普通的商品入手， 看任何 “物－符号－艺术品” 的三层功能滑动： 一是作为纯然之物的物用功能。
一件家具， 其使用与其物质组成有关， 例如用料质量与加工精致程度。 二是作为符号文本的实用

表意功能。 如品牌、 格调、 时尚、 风味、 价值， 这是社会型的实用符义、 符用价值。 三是艺术

性。 如美观、 色彩与空间的配合， 这是纯感知的功能， 是符形价值。 任何物在这三层之间滑动。
如在一件家具中， 在几乎任何商品中， 这三种功能在滑动之后合成一体。

举个例子： 一件家具不管是真正名牌， 还是假冒名牌， 它们在艺术上是一样的。 价格差别主

要来自符义， 即该家具的商标或特殊样式指称的品牌价值； 家具作为符号文本的艺术性， 来自于

符形； 而家具作为收藏品的市场价值， 来自它的符用品格。 艺术性是感知， 无所谓真伪。 可以如

此总结： 从符号的意义三维度来看， 在符义、 符用维度上， 艺术品有赝品； 在符形维度上， 艺术

无赝品。
工业社会给艺术带来的最大变化， 不仅仅是机械复制， 而且是大众化、 世俗化以及日常生活

化。④瓦尔特·本雅明（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提出： 在现代这个 “机械复制时代”， 艺术品的 “灵韵”
（Ａｕｒａ）消失了， 社会上流通的、 大众能看到的， 是大量的复制品。 符形上一旦被认为提供了相

同感知， 文本是否原作就已经不重要了。 实际上不少人在已经看惯了 《蒙娜丽莎》 的各种精致

的复制品后， 花了很大力气到卢浮宫作朝圣之旅， 看到尺幅颇小、 色彩有些灰暗的 《蒙娜丽莎》
原作， 反而颇为失望———灵韵的确消失了。

艺术需凭借一定的媒介形式方能呈现， 艺术会因媒介形态而发生深刻变革。 由于现代科技的

基础、 传媒载体和传播渠道深度介入， 如今的艺术有逐渐被高度媒介化的趋势。⑤ 在当今虚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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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④　 陆正兰、 张珂： 《当代艺术产业分类及其符号美学特征》， 《符号与传媒》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６６、 ６０ 页。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３０７ 页。
　 陆正兰、 赵毅衡： 《艺术符号学： 必要性与可能性》， 《当代文坛》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第 ５２－５３ 页。
　 刘俊： 《理解艺术媒介： 从 “材料” 到 “传播” 》， 《当代文坛》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２４－１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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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区块链的衍生技术 ＮＦＴ（Ｎｏｎ⁃Ｆｕｎｇｉｂｌｅ Ｔｏｋｅｎ）代表非同质化通证①使艺术品充斥赝品的局面发

生翻转。 区块链的衍生技术 ＮＦＴ 使得虚拟数字世界形成三个特点： 首先， 全程有凭证留痕（指时

间戳 ｔｉｍｅ ｓｔａｍｐ，或称区块链指纹）保证已经存在的文件或文本的有效性； 其次， 公开透明， 去中

心化， 任何人可以看到并参与原文本及其发展过程（包括转卖、拍卖等经济活动）； 第三， 用强制

的不受篡改的品格， 使 “真品” 这个原本依靠人为判断的不可靠品格， 成为有程序保证的品格，
从而保证了各种符号文本的 “唯一真实性”， 尤其保证了原创性的版权、 合同、 文件等， 即符

义、 符用上必要的 “真品” 品格得到了保证。 购买商品时， 我们只需关心类型相同的（同质量、
同产地等）货品即可， 而艺术品（例如拍卖行、博物馆）必须保证是 “原作” 这个具有特殊符义性

的单符， 而不仅仅是具有符形等值的艺术品。 正如卢浮宫大批警卫保卫的， 不是具有艺术性符形

的 《蒙娜丽莎》， 而是具有独特符义指称的 《蒙娜丽莎》。
因此， 在数字时代， 具有艺术性的符形文本就与艺术品要求的符义、 符用维度结合起来了。

在公开、 透明的过程中， 区块链恢复了艺术品的原创性不可篡改的 “灵韵”， 同时又保存了艺术

性可以被复制的符形感知， 而且复制率与精密度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前的 “机械复制”。 我们至

少可以预言， 在数字媒介时代， 艺术的意义方式有重大变化。 一方面， 艺术品可以被高保真地复

制， 而且大量传播， “艺术无赝品” 这条关于艺术性的符号美学依然成立； 另一方面， 由于 ＮＦＴ
的安全性， 艺术品本身有时间戳做通证， 原件的稀缺性得到保证， 拍卖双方更为放心， 已经被保

证稀缺化（原创性得到保护）， 很容易在市场流动。 过去的原作保存于宫殿贵宅的珍藏中， 只有

上层人物乃至贵族才能看到； 艺术品之真， 往往需要著名收藏家的签字文件（中国画往往靠名家

收藏章）作不太可靠的保证。 现在只要及时放进有认证的区块之中， 艺术品就既可以复制， 又可

以拍卖。 哪怕复制再如真， 原作不可篡改地存留在那里， 它的灵韵一直存在。

七、 三维配置与现代工艺艺术中的抽象艺术

为何现代工艺艺术爱用抽象艺术风格？ 为何大众难以接受抽象艺术， 却乐于接受日用商品与

公共空间设计的抽象艺术风格？ 这是全国设计专业都明白的、 在教学与实践中一直实施、 却至今

没有人从理论上探讨的重要美学问题。
首先， 什么是 “抽象艺术”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ｒｔ）？ 顾名思义， 抽象艺术的反面是 “具象艺术” （ ｆｉｇ⁃

ｕ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ｔ）。 有人认为抽象艺术就是 “非再现艺术” （ｎ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 这说法把符号的

再现对象看得太狭窄： 再现的对象不一定是具体物， 有可能是概念、 想法、 虚构物， 甚至艺术文

本自身。② 一旦指称对象非具体物时， 再现本身就变得抽象。 此种 “非实在再现” 不难理解。 早

在 １９ 世纪， 沃尔特·佩特（Ｗａｌｔｅｒ Ｐａｔｅｒ）就明确指出 “所有的艺术都追求音乐的效果”。③ 所有艺

术再现都多多少少与对象保持距离， 各种体裁、 各种风格流派程度不同， 却都或近或远地推开对

象。 多少跳越指称、 淡化对自然物的直接模仿， 是艺术的本质， 只不过音乐倾向于与具象保持距

离。
抽象即非具象， 这点容易理解， 也极易辨认。 几乎在所有的艺术中， 都有抽象因素。 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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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Ｆｕｎｇｉｂｌｅ， 来自中世纪拉丁语 ｆｕｎｇｉ， 意为 ｐｅｒｆｏｒｍ， 即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起某种功能）的原词。 原意指经济活动中， 商品（例如订

购某种布料）可以以同质的布料替代。
　 赵毅衡： 《论艺术的 “自身再现” 》， 《文艺争鸣》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第 ７７－８４ 页。
　 Ｗａｌｔｅｒ Ｐ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ｉｏｒｇｉｏ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ｒｔ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ｒ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 ｏｆ 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 ｐｐ. １０４－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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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现代艺术流派抽象程度比较明显， 甚至有些流派标榜 “纯” 抽象， 无对象再现痕迹可循。
可以说， 现代与后现代的艺术， 甚至所有的艺术， 都有相当程度的抽象。 反过来， 立体主义、 野

兽主义、 达达－超现实主义、 未来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 都有部分具象， 哪怕画幅上之 “象” 非

常扭曲， 哪怕能辨识对象只是一个借口。① 但的确有些画派纯抽象、 全不具象， 只剩下点、 线、
面与色块， 留个标题似乎说明有个再现对象， 如波洛克的 《秋之韵律》。 但是相当多作品连借个

对象作借口都不屑， 例如罗斯科的作品干脆称为 《红 ２２ 号》。
纯抽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从艺术史上回顾， 抽象艺术的几位创始人， 与工艺艺术和科

学技术都关系密切， 这不是偶然的。 或许正是商品外形、 现代城市景观、 技术的运行方式之线条

化、 高速化， 迫使艺术家的眼光离开大自然的繁复、 离开自然物的符义性。 这些艺术家认为

现代工业的运动， 已经把物分解为速度与力量， 因此艺术作品也应当解体为形状、 线条、 色

彩、 块面。
因此， 在 １９１０ 年左右， 抽象艺术在设计艺术中诞生， 而且几乎同时出现于西欧与东欧。 荷

兰 “风格派” （Ｓｔｉｊｌ）画家彼埃·蒙德里安（Ｐｉｅｔ Ｍｏｎｄｒｉａｎ）的抽象来自于他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

接触及对世界进行 “理性控制的结构”， 他的方格色块， 追求人神统一的 “造型数学”。 因此蒙

德里安式的抽象， 几乎是几何图形， 往往被称为 “冷抽象”。
而在另一端， 苏联的呼捷玛斯设计学院， 为 ２０ 世纪初在俄国兴起的 “构成主义”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ｖｉｓｍ）提供了温床， 其核心人物瓦西里·康丁斯基（Ｖａｓｓｉｌｙ Ｋａｎｄｉｎｓｋｙ）直接受到沃林格尔理论的

影响。 这一派还包括构造主义雕塑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Ｔａｔｌｉｎ）， 以及发动 “至上主

义” （Ｓｕｐｒｅｍａｔｉｓｍ）的画家卡西米尔·塞文洛维奇·马列维奇（Ｋａｚｉｍｉｒ Ｍａｌｅｖｉｃｈ）等。 这些抽象艺

术家对现代科技怀抱热情， 也热烈拥抱社会革命。 这一派的抽象方式， 被称为 “热抽象”。 马列

维奇的著作 《无物象的世界》 （１９３０）是对抽象概念相当精确的总结。
真正把抽象艺术与现代工艺艺术结合在一起的， 是现代工艺美学史上的里程碑———德国设计

学校包豪斯（Ｂａｕｈａｕｓ）， 包豪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抽象艺术设计， 成为现代工艺设计与艺术结

合的发源地。
诚然， 在包豪斯之前， 美术与技术的互相靠拢， 在各国已经成为趋势。 只不过包豪斯以工艺

设计为教学， 长期坚持抽象艺术理念， 对现代艺术史影响最大。 包豪斯的创建者瓦尔特·格罗皮

乌斯（Ｗａｌｔｅｒ Ｇｒｏｐｉｕｓ）提出 “功能第一， 形式第二”， 反对 １９ 世纪工业商品中残留的中世纪装饰，
例如钢铁制件上加花纹、 建筑尖顶加金饰、 女性衣帽加蕾丝花边。 他们主张在设计中放弃这些花

饰， 转向抽象主义的纯粹块面线条。
现代工艺艺术与抽象艺术的融合显得很自然， 似乎并非刻意为之， 这个现象无法不令人注

意。 茅盾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批评著作 《夜读偶记》 中高度赞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坚决否定并且批判 “资产阶级现代主义”， 但他却承认现代主义风格用在建筑设计上很有特色。②

艺术学家迈克尔·弗雷德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ｒｉｅｄ） 的说法更为明白： “恰恰是在设计领域， 而不是与功

利无关的纯艺术领域， 纯粹美最鲜明地成为现代品质的基本内涵。”③ 为什么抽象是现代艺术的

“纯粹美” 呢？ 因为抽象艺术 “是一种零符号的美， 或者说是一种冷感的趋于意义零度的美”。④

抽象艺术 “意义零度”， 应当理解为没有指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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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孙金燕： 《无法与无需抵达之象： 贡布里希艺术思想核心理念讨论》， 《符号与传媒》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２－４３ 页。
　 茅盾： 《夜读偶记》，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 第 ５６ 页。
④　 ［美］迈克尔·弗雷德： 《艺术与物性： 论文与评论集》， 张晓剑、 沈语冰译，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４５、 １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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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现代艺术， 我们不得不承认， 抽象艺术是其中最小众的一端。 奥尔特加就公然说，
现代派艺术观者分成两类： 一类懂这种艺术， 一类不懂， 现代艺术 “不是面向一切人， 而是面

向有特殊天赋的少数人”。① 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批评家西奥多 · 阿多诺 （ Ｔｈｅｏｄｅｒ
Ｗ. Ａｄｏｒｎｏ）， 是现代艺术的辩护士， 他的辩护方式却是赞美现代艺术之反大众。 他提出， 为了反

抗资本主义， 现代艺术就是应当 “与现实拉开距离， 形成对这个应该被否定的世界之否定”， 而

“其唯一的道路就是拒绝交流， 拒绝被大众接受”。②

这些倾向不同的艺术理论家， 观点听起来极端， 说的却是客观事实。 抽象主义的 “纯艺

术”， 的确是一种精英艺术， 这些艺术家毫不讳言地反大众、 反市场， 使现代派艺术作品只能存

活于 “博物馆坟场”。 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大众， 各国的大众， 对现代抽象艺术大多

敬而远之， 在大众眼中， 这些艺术家剑走偏锋、 欺世盗名， 艺术批评家故弄玄虚、 捣鼓术语， 收

藏界则投机跟风、 哄抬价格。
为了给当代艺术提供一个辩护， 不少理论家提出各种观点。 １９６６ 年， 英国艺术学家罗纳德

·赫伯恩（Ｒｏｎａｌｄ Ｈｅｐｂｕｒｎ）首先提出所谓的 “环境美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③ 美学家阿

诺德·伯林特（Ａｒｎｏｌｄ Ｂｅｒｌｅａｎｔ）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提出 “审美域”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理论，④ 又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出版的 《艺术与介入》⑤ 中进一步明确提出 “参与式美学”。 他认为， “环境中审

美参与的核心是感知的持续在场”。⑥ 这就给工艺设计中的抽象艺术风格提供了一种辩护方式：
大众不需要看懂抽象艺术， 只需要 “沉浸” 在结合了抽象设计的 “审美域” 之中。 在美学层面

上极端 “脱离大众” 的抽象艺术， 通过工艺艺术， 深深地楔入当代生活， 形成当代社会文化

“泛艺术化” 的基础。
抽象风格的工艺艺术， 既然是符号文本， 就依然有意义， 只不过一旦摆脱了具象， 其符形意

义， 就几乎全部跳过了符义的对象指称， 不再能认出具体的指称对象。 由于其指称方向往往是

“自我指涉”， 或称 “自我再现”， 它们的解释项由此打开， 获得了意义解释的自由度。 抽象艺术

再现的指称对象既然已被虚化， 它的再现对象主要就是艺术文本本身。 工艺设计如果采用抽象风

格， 艺术的直接对象意义基本上被跳越。 冲淡了指称意义的抽象艺术， 一旦融入工艺设计， 第一

个明显后果就是比较容易与器物意义结合， 形成符号文本定义要求的 “意义合一”， 即前文说过

的奥格登与瑞恰慈提出的文本意义 “合一原则”： 商品艺术的符形跳过符义维度， 而直接具有符

用意义。
可以说， 现代社会之前， 工艺艺术与商品之间的关系， 是 “分列附着式” 的， 工艺艺术与

器物的意义关系， 经常可以（虽然不一定必须如此）作为两个不同文本， 分别表达意义。 例如今

日考察瓷器历史意义时， 工艺瓷画的艺术意义及其身份标识作用， 可能远大于瓷器本身的意义，
也即瓶与画二者分成两层， 各有其意义。 所以我们看到不少器皿装饰华丽、 层次纷繁、 精工细

作， 其身份意义与美学意义， 可以与器皿关系不大。 例如花瓶上有精工描绘的 《二十四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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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Ｊｏｓｅ Ｏｒｔｅｇａ Ｙ Ｇａｓｓｅｔ， “Ｔｈｅ Ｄｅｈｕｍ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 ｉｎ Ｗ. Ｊ． Ｂａｔｅ （ｅ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Ｔｅｘ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１９７０， ｐ. ６６１．

　 转引自周宪编： 《２０ 世纪西方美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８３－８４ 页。
　 Ｒｏｎａｌｄ Ｈｅｐｂｕｒ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ｅａｕｔｙ，” “Ｗｏ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Ｅｉｇｈ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ｓ，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ｐ. ９．
　 Ａｒｎｏｌｄ Ｂｅｒｌｅａｎｔ，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ｐ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 Ｉｌｌ， Ｔｈｏｍａｓ， １９７０， ｐ. ４９．
　 Ａｒｎｏｌｄ Ｂｅｒｌｅａｎｔ，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美］阿诺德·伯林特： 《远方的城市： 关于都市美学的思考》，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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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瓶是一件艺术品， 有其单独的意义； 而瓷器上所画是另外一个艺术文本， 有其单独的符义（儒
家的训诫）， 二者是意义分离的两个文本。

现代工艺艺术中， 除了有意 “仿古” 的花瓶， 大多采用了抽象艺术。 当今瓷器材料与加工

技术进步、 时代风气演变， 都是原因。 例如摩天大楼之间的广场， 大都有雕塑装饰， 一旦其风格

抽象化， 就不会喧宾夺主另立意义， 而是与广场的城市空间意义结合； 旅馆大堂常有屏风间隔、
有抽象艺术为装饰， 就不会意义分裂； 晚会礼服不再饰以 “龙凤呈祥” 图案表现社会地位， 而

是用抽象线条呈现身体姿态之美。 这样， 符形与符义、 符用表意合成一体， 不再是意义分离为两

层的文本。
现代工艺设计， 趋向于采用抽象风格， 趋向于跳脱指称。 这样可以退回到符形， 让器物、 公

共空间本身呈现符义、 符用功能， 而不至于干扰它们的意义。 相对于古代公共建筑， 当代建筑的

形体特征减淡自身的指称意义， 以突出周围空间的符义， 尽量不干扰其符用。 以贝聿铭设计的卢

浮宫入口为例： 玻璃金字塔的抽象形体， 不干扰周围宫殿式建筑已经非常饱满的符义、 符用意

义， 反而以其符形意义上的抽离， 完美地与卢浮宫厚重的历史感合成一个完美的意义文本。 随着

“泛艺术化” 深入当代文化，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周围会越来越多。

（责任编辑： 林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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